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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及其特点

——以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为中心

万海松

内容提要 巴赫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作的《俄国文学史讲座》因学生米尔金

娜的笔记记录而得以被发现，并流传至今。虽时隔近百年，但巴赫金的《俄国文

学史讲座笔记》仍处处闪耀着学术判断的睿智光芒，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不同

凡响的学术价值，对当今时代依然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丰厚精神遗产。《俄国文学

史讲座》既是巴赫金个人学养的展露，也是其文学理论的试验田；巴赫金式个性

化的文学史观集中体现在“同情之理解”和思想史考察上，这既带有一定的时代

特征，更反映了他与时代的对话、交流和争辩，也从侧面勾勒出一个专业文艺学

家的早期成长图景。

关键词 巴赫金 《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 文学史观

一、讲座与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年仅二十五岁的巴赫金就开始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维捷布斯克和列宁格勒等地作公开的讲座，内容涉及文学、

哲学和美学等，场合多为公众图书馆、剧院和私人住所等，听众包括各行各业的人，

尤以文化人和中学生居多。这是在一个新生政权下文化建设热潮蓬勃兴起的年代，整

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文化的尊重，让施教者和受教者都充满激情。“俄国文化中

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感觉自己是文化代言人的新阶级

的年代。”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赫金饱读书籍、勤奋思考、奋笔疾书，一边热

衷于参加同好者组织的各种文学辩论会、文学晚会，进行积极的学术交流活动，一边

AГаспаров М. Л., “М. М. Бахтин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ХХ века”, М. М. Бахтин. Pro et Contra: антология. Т. 2: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наследие М. М. Бахтин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02, c.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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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频繁举办文学和哲学类讲座，热心向普通大众传播文学与文化知识。

关于巴赫金及其文学小组成员作讲座的史料，原先只见于同时代人的零散回忆

文章中，且只有关于小组集体的信息。比如，“那些辩论会的主题有‘上帝与社会主

义’‘艺术与社会主义’‘论生活的意义’‘论爱情的意义’，那些报告的题目则有

《谈谈列奥纳多的世界观》《谈谈契诃夫》《基督教与批判》《尼采与基督教》《文

学与哲学中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在这些辩论会和报告会上，到处都有巴赫金的身

影”A。但是，关于巴赫金本人所作的文学讲座，其题目、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

一直未见详细的记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拉希尔·莫伊赛芙娜·米尔金娜记

录巴赫金所作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的笔记。发现的过程是曲折的，但结果令人欣慰。讲

座笔记的内容之丰富，不由得令读者对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记录者心生感激，对巴

赫金心生敬佩之情。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争相出版文学课、文化通识课等课堂讲义，它们一改以前让

读者死记硬背教科书的填鸭式教学，将讲座者的学识判断、个性化内容、互动现场感

以及通俗的口语化特征等鲜活呈现出来，赢得了课堂以外的更多读者。毋庸置疑，巴

赫金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也正是此类讲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阅读这部

近一百年前的笔记，并未感觉有陈旧与过时之嫌，反而会折服于演讲者睿智的学术判

断，且对其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深表赞同，同时，也对演讲者的详略安排与现今教材的

大相径庭而心生疑惑，不由生出稽考其思想语境的冲动。可见，讲座笔记不但说明巴

赫金的学术判断经得起历史考验，还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为后人认识俄国文学史提供

了合理的参考和深刻的启示。

二、个性化文学史观特征

总体来看，巴赫金的讲座笔记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值得重视，其文学史框架的建构

与安排比较符合文学史实，至今仍可为学界编写俄国文学史提供睿智的解读和有益的

借鉴。受制于时间、地点和受众的不固定，讲座缺乏从容道来的顺畅和按部就班的系

统性，这也导致所记笔记的不完整和详略失当，但其学识、判断和论述基调无疑是巴

赫金式的。巴赫金对文学史的讲解，与同时代文学史教材看似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

描述相比，呈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个性化风格。这种个性特征并非出于情绪

AБочаров С. Г., “Об одном разговоре и вокруг него”,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2(1993), c.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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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诳语，而是基于其大量的阅读、饱满的学识和著书立说的激情，更是演讲者本人

的问题意识和文学的自我意识使然。巴赫金看似并未将挖掘俄国文学的独特性作为讲

座的主要任务，但讲解无时不在诠释“俄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而

“俄国文学的思想-哲学方面”又“潜在地涉及展现俄国文学民族独特性的所有其他形

式（情感-表达的、修辞的形式等等），不过并不排除对每一形式展开专门研究的必要

性”。A具有巴赫金式独特性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其独树一帜的特点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讲座内容的取舍与详略，见证了巴赫金和那个时代的关系。讲座笔记不仅

随处可见一个有思想的文艺学家的渊博与卓识，还涉及许多被当时的教材和主流学界

所蔑视、否定甚至抛弃的俄国现代派（即在后来的文学史里被正式命名的俄国白银时

代）的诗人和作家，比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这本身就是在与主流文学史

教科书进行若明若暗的对话、交流和争辩。

而对有些作家或作品，巴赫金却常常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表明他对讲述对象的不

甚重视或轻视。但比起那些被他直接跳过、略而不述的作家作品来，他们还具有一定的

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被同时代人推崇过高的作家作品，巴赫金

有时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甚至不以为然，其学术判断和学理分析未追随主流，不人云亦

云，而是会依据作家作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新贡献进行公正客观评述。如对平民知识分

子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巴赫金就认为他“被自己的同时代人评价过高，不过应该给他

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巧妙地描绘了一个具有自发力量的集体组织”。至于波米亚洛

夫斯基的小说《宗教寄宿学校特写》，则是“一幅不需任何情节和个人因素就在其力量

和鲜明性方面令人震惊的社会图景，是一幅没有赤裸裸的倾向的艺术图景”B。又如，

巴赫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喜欢他的作品，但不喜欢当时苏联教科书

对诗人的描述。C据其学生回忆，巴赫金对文学史的态度“相当坦率”：“有一次照大纲

应该讲马雅可夫斯基。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来到我们班上就明确地说：‘马雅

可夫斯基我不喜欢，我们就跳过他了。’”D其实，巴赫金内心还是十分认可马雅可夫

斯基诗歌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在与杜瓦金的几次私密访谈中，巴赫金承认：“我还

AКупреянова Е. Н.,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черки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6, c. 6. 

B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增订版）》（第7卷），万海松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4页。后文出自同一

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CСм.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ми томах. Т. 2,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2000, c. 638-639.

D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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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当时非常欣赏他的《战争与世界》。这首诗里有些精彩的片段。但是，当然，

也有一些虚假的、做作的、生硬的诗句。”A由此可见，巴赫金不是对马雅可夫斯基不

感兴趣，而是反感当时教科书对诗人某些艺术价值并不高的作品过分推崇。

这种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显然与巴赫金一直奉行的学术信仰有关：追求独立的

学术判断，力求创新思维。五十年代末，他在萨兰斯克主持摩尔多瓦国立大学俄罗斯

文学与外国文学教研室时，曾明确说过：“对他人的‘任何的基本思想’不经思索地加

以重复，会使学生的意识变得迟钝，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再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研究，

失去对知识和学说的兴趣爱好。”B因此，在讲述文学史时，巴赫金没有照本宣科地

复述他人观点，而是别求新声，竭力挖掘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其次，巴赫金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往往是一个由共情式阅读到理论升华的过程。俄

国文学史中个别作家作品引起了巴赫金的浓厚兴趣和深刻共鸣，讲座中他花费大量时

间，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冈察洛夫

及其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以及同名主人公的解读。

讲座中涉及冈察洛夫的这一段，被俄罗斯研究者称为“真实的暗示”，即“暗示

巴赫金自己的心路历程中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巴赫金没有止步于这种共情式的

文学阅读，而是充分拓展了这部作品对人之心境的启示和思想方面的普遍价值。巴赫

金认为，“奥勃洛莫夫希望外在的生活不要妨碍内心的独立自在”，这与德国作家席

勒对心灵平静的追求不谋而合：“使心灵平静——这就是一切，因为需要改造的不是

世界，而是自己的心灵”（《巴》：22，注①）；也与果戈理的“需要改造的”“自己

的心灵”的主题一以贯之。相比而言，在当时的苏联文学史著作中，奥勃洛莫夫一直

被当成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而遭到批判和否定，主流观点认为，爱情不能拯救主人公的

堕落与腐朽，说明在俄国现代化的趋势下剥削阶级正在加速灭亡。然而，巴赫金并未

拘囿于这种一元化的定论，他还深刻揭示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普遍悲剧意义，即“他

不想成为跟别人一样的人，因为别人就是那些只过外在生活，而没有内心生活的人”

（《巴》：21）。这种心理学角度的解读，追寻文学现象背后本质的能力，在那个时代

无疑属于一种别样解读和求异思维。

巴赫金对《奥勃洛莫夫》以及对莎士比亚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探索，彰显了文

艺学家深度挖掘经典之意义的本能，反映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深度。

对此，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编注者认为：“巴赫金式的充满灵感和深刻的解读，其

AБахтин М. М., Дувакин В. Д., Беседы В. Д. Дувакина с М. М. Бахтиным,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6, c. 130. 

B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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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价值首先在于，所有外在的东西都突然消失（或者说变得明晰和透彻了），而

内在的、不可见的东西清晰无遗地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面前就又有一种巴赫金对艺

术文本的解读。虽然文本带有提纲挈领的、只记要点的性质，但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例

子，那就是对‘形象（形象的内核）的第一层深意’的揭示，将这层深意与能够转变

为一种装饰的第二和第三层深意分开来”（《巴》：22）。艺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正

是在文艺学家们颇有成效的多重解读中得到了开拓、提升和充实。

第三，俄国文学史讲座也是巴赫金创立其小说理论最早的试验田，这里可以看到

其后来蔚为大观的小说研究的众多成果——对话和复调等理论的雏形。

譬如，巴赫金在讲到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时，提到了作者作为“第三

者”的观点——作者变成了与主人公平起平坐的对话者，甚至是在若干个主人公之间

起着传话、干扰、破坏关系等作用的“第三者”，这其实就是对话理论的早期架构。

巴赫金指出，屠格涅夫喜欢故意塑造男弱女强的男女主人公关系：“我们觉得，在罗

亭和她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作者；作者破坏了罗亭和娜塔莉娅的真正的关

系，让他们疏远开来。屠格涅夫通常对罗亭的态度有多轻率，而当娜塔莉娅在场时，

他对罗亭的态度就有多凶恶。在这里，他使罗亭处于一个不体面的、痛苦的、难堪的

境地。女主人公就应该胜出。”（《巴》：10）塑造人物关系固然是小说作者天然的

权利，但是作者对人物关系的强行介入和过度干预，势必是他已经预见到笔下人物如

果自然而然地顺势发展便将出现某种可能，他不愿看到某种他不希望发生的故事，从

而强行干预，从扭转人物性格等方面入手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以实现自己所期望的结

局。巴赫金认为，屠格涅夫的早期创作即是如此。屠格涅夫多以诗意的抒情主题著

称，可一旦着手创作小说，“想成为作家型公民的屠格涅夫”却多多少少将自己与波琳

娜·维亚尔多的明知无果的爱情关系笼罩在自己笔下的男女人物关系上，将虚幻性、

不安定性、无望性等哀歌式音调渗入自己的小说中。但是，巴赫金转而又指出，屠格

涅夫在创作《父与子》时似乎对某些“强有力的人物”又是“无力驾驭的”，比如：

“面对巴扎罗夫，所有人都甘拜下风；屠格涅夫本人也甘拜下风，迎合他，想讨好

他，但与此同时，却又憎恨他。”（《巴》：13）对此现象，巴赫金总结道：“有一些作

品，其作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主人公，因为主人公是自我行动的。原因在于作者赋予

主人公的思想开始合乎逻辑地发展，作者就变成思想的奴隶。巴扎罗夫身上也发生了

同样的情况。他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不知道作者的存在。”（《巴》：13）不难看出，这

种观点中已经孕育了他后来详细展开论述并成熟运用于文艺学研究的小说复调理论。

在讲座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巴赫金也曾指出该作家笔下人物所具有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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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特点，如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等。“在其他的作家那里，主人公带给我们的是其

现成的、有着完成性形式的思想的结果。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主人公的思想还

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决定这一点的原因是，他不掌握具有完成性的世界观，他的思想

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巴》：88）这些极具创见的观点，都与巴赫金后来以

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而得出的对话、复调理论一脉相承。

第四，巴赫金的文学史讲座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比较诗学的文学自觉，使讲座真

正做到了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触类旁通、引人思考。

巴赫金的讲座虽以俄国文学史为主题，但其思想涉猎的范围并未局限于此，它们

已经越出了文学的界限，跨越到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还将俄国文学史置

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通过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来更好地反观俄国文学。比如，巴赫金

指出了勃留索夫与维尔哈伦、巴尔蒙特与雪莱、爱伦堡与别雷的师承关系，提到了列

米佐夫和梅特林克在含蓄上的相似性，还将马雅可夫斯基的修辞与古希腊罗马作家西

塞罗和李维乌斯的修辞学相联系，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与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相比较，等等，这

种放眼世界文学史和“长远时间”的眼光，显然是一种比较诗学的视野。

巴赫金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偏爱，往往使这部分的讲解充满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

阐释， 同时又很容易让文学功底不算深厚的听众听懂、领会和贯通。正如文学史讲

座笔记的记录者米尔金娜所说，巴赫金“在进行普及性讲授时，却从未把任何东西简

单化”，“这种善于将简洁的叙述与深刻的分析相结合的本领”是他的特长。A比如

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历来让普通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发怵，但巴赫金的讲

解不落俗套，既挖掘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价值，又针对性地为普通中学生读者将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巴赫金以老卡拉马卓夫与四个儿子的关

系为例分类论述，让听者立刻就有了深刻印象：“尽管在法律上讲，他［老大德米特

里］对父亲的死是有罪责的，他没有杀父亲，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在他内心的最深处，并没有像伊万或斯梅尔嘉科夫那样的对父亲的仇恨。伊万事实上

在保护父亲，精神上却在杀害他。斯梅尔嘉科夫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把父亲杀死了。”

（《巴》：118）也就是说，对于老父亲，四兄弟的态度有同有异：老大德米特里事

实上想杀掉父亲，却在精神上保护了他；老二伊万事实上在保护父亲，精神上却在杀

害他；三子阿廖沙和养子斯梅尔嘉科夫完全相反，后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把父亲杀死

AМиркина Р. М., “Бахт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а (Молодой Бахтин)”,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 2 (1993), c.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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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前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在保护父亲。从此处可以看出，主人公们千差万别而又

异中存同的思想与形象在各种冲突中交织出形式各异的对话性、双重性、未完成性

等，这既是小说得以展开多声部对话和复调的理论基础，也是巴赫金引导读者由浅入

深、窥斑见豹的一条思想路径。

三、“同情之理解”与思想史解读

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集中体现在他对文学史的“同情之理解”和思想史解

读上。

首先，“同情之理解”指巴赫金对俄国文学史中某些作家、作品及人物存在“同情

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既反映出他的学术策略，又折射出当时某些主

流观点的客观影响。

具体而言，巴赫金之所以在讲述茹科夫斯基、果戈理和席勒的讲座中屡次出现

“改造心灵论”之类的判断，还在于这契合其心境，真实地暗示了他曾因参加“复

活”小组的读书活动而遭受的不公正判决。尽管跟他一起被捕的同案者都得到平反且

恢复了名誉，但巴赫金本人连申请平反昭雪的想法都没有：“我完全不需要这个。绝对

不需要。有什么用呢？”A巴赫金这种与世无争的坦然态度，与奥勃洛莫夫“过自己

内心生活”的夙愿似乎心灵相通。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巴赫金说到六十年代派的

杜勃罗留波夫时，虽然有所批判，却带着明显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对这位个性突

出的文艺学前辈求全责备。俄文版编注者因此认为，巴赫金的这一态度集中反映在其

论述杜勃罗留波夫的最后一句话里：“总而言之，杜勃罗留波夫是六十年代派人中最温

和的、最聪明的、最崇高的人。”（《巴》：27）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巴赫金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虽反映了他

的学术策略，即不能因言获罪、但求细水长流，却也从侧面反映出苏联文学界当时的

主流观点对他的影响。比如，在文学史讲座笔记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车尔尼雪夫斯

基打发了，而在当时乃至当今的俄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别车杜”都是需要列

专章专节来详加论述的。从强烈的反差可以看出，巴赫金这种做法的背后似乎大有文

章。据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的编注者考证，巴赫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略述亦见于

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第二章的修改稿，但后者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援引这

AБахтин М. М., Дувакин В. Д., Беседы В. Д. Дувакина с М. М. Бахтиным, c.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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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而求得论著的出版，是一种有悖于真心、迫不得已的策略选

择。但在文学史讲座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的杜勃罗留波夫却又得到了巴赫金“同

情之理解”的详细分析。因此，不难看出，巴赫金可能出于某些外在原因而不能畅所

欲言地评判这些作为当时主流文学批评之前辈和标杆的六十年代派。

不言而喻，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并不意味着与主流史观全部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

反，更不是表现出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的特点，而通常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在很

多方面，它们只是存在大同小异的区别而已。明显的高下之别就在于看谁的分析更加

符合实际、更加令人信服。其实，巴赫金的文学史讲座也不乏与主流文学史教材中近

似甚至一致的判断。比如，对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烟》和《处女地》的解读，巴赫金

跟当时的苏联文学史一样，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巴赫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

看，《处女地》都经不住批评。它与《烟》一样，历史的因素超出了心理的因素。基

本的主题是七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但是，屠格涅夫对这一运动知道得并不清

楚。这里写的是思想任务，而且只是思想的任务，思想战胜了对生活的艺术洞察。屠

格涅夫是在匆忙中弄出自己的画面的。”（《巴》：15）可见，心理让位于历史，思想

大于艺术，是巴赫金所认为的这部小说的最大弊病。

其次，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还体现在他喜欢把私人的阅读体验放在历史的宏

大叙事中讲述，由小见大，解读出文学和文学史的思想史意义。面对大量的文学作品

和丰富的文学史实，巴赫金擅长作广泛的文化史层面的考察与总结，偏爱作思想史的

引导和哲理性的阐述。所以，他的学生米尔金娜认为，巴赫金的那些讲座为“非常广

泛的思考——不仅是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思考——

提供了动力储备”A。

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对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的解读就很有代表性。关于

《前夜》的讲座，他的第一句就是对“前夜”的哲理判断：“小说主要的抒情主题是

人的心灵的前夜状态。在这里，整个的生活被推迟到英勇的未来，不确定的和迷茫的

未来；而现在的生活却是让人大伤脑筋的事。女主人公就是前夜的心灵，而英沙罗夫

却没有从前夜状态中走出来。读完这部小说，我们心里有一种苦楚，它引发了前夜状

态及其虚幻性。”（《巴》：11—12）他还进一步指出，英沙罗夫是身处前夜、无法实

现的严整性的代表，而作为其对立面的舒宾则“代表着俄国气质的广泛性”（《巴》：

12）。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的解读方式，突破了当时文艺学界普遍流行的对文

AМиркина Р. М., “Бахтин, каким я его знала (Молодой Бахтин)”, c.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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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所作的传记式研究、实证主义考证、泛阶级论解读的刻板模式，不仅挖掘出文

学经典的内在价值和永恒魅力，还有助于读者将个人的私人化阅读体验与作品的宏大

叙事语境及其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结 语

总体而言，巴赫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敢于尝试超越社会文艺学的藩篱，力图

克服实证主义的单调化解读，竭力提出独立的批评思想和文学理论，并大量讲解与西

方现代派文学几乎平行发展的俄国现代派文学（主要是“白银时代”文学），彰显俄

国文学本身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及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其勇气可嘉、功绩巨大。这既

有俄国“白银时代”所树立的宽松思想氛围的哺育和持续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巴赫

金也可被称为“白银时代之子”），也是巴赫金等学者个人文学素养的积累和宏大学

术眼光的内在标准所致。

学术薪传，必须立足于前辈的学术成就才能有所推进和创新。有鉴于巴赫金与日

尔蒙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学史建构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引领作用，当今的俄

国文学史研究者对他们这一代学者在比较诗学和历史诗学方面所进行的“哲学、美学、

文化-历史问题领域广泛的综合概括”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日尔蒙斯基、艾亨

鲍姆和巴赫金这一代人，在尝试克服编纂史学-文学中传统的传记主义和实证的唯社会

学论，并且在尝试寻找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新学术论据时，把目光投向了亚·尼·维谢

洛夫斯基的遗产及其打算按照体裁原则编纂文学的历史诗学以代替传统历史的宏大计

划。”A以巴赫金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为例，不但可以从中勾勒出巴赫金本人作

为专业文艺学家早期的成长图景，更能由点及面地见证他那个时代的文艺学家们在探索

文艺理论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在消化和享用他们创造的理论财

富的同时，正试图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突破和文艺思维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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